
收稿日期:2007-02-27

作者简介:谢立中(1957—　),男 ,湖南隆回人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学理论。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 “十五 ”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社会研究中的话语 -文本分析:后现代思潮的社会学意涵 ”(项目批准

号 04BSH007)资助项目成果之一。

2007年第 3期

总第 33期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JournalofJiangsuAdministrationInstitute
No.3, 2007
GeneralNo.33

·社会学研究·

实证 、诠释与话语:社会分析模式比较
———以自杀现象为例(上)

谢立中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 , 北京　100871)

摘要:实证主义社会学家将 “自杀 ”视为一种纯粹给定的 、独立于社会成员个人主观意识

之外的 “客观性现实”,诠释社会学家则将 “自杀 ”视为一种由社会成员个人的主观意识建构

出来的 “主观性现实”;与它们都不同 ,多元话语分析学者则将 “自杀”视为一种由社会成员在

特定话语系统的约束和引导之下 、借助于一些特定的话语策略而建构出来的 “话语性现实”;

与此相应 ,实证主义社会学家们在对 “自杀 ”现象进行研究时总是致力于探究支配着 “自杀 ”

现象形成和变化的 “客观规律”,诠释社会学家们则总是致力于考察导致 “自杀 ”现象产生和

变化的那些主观意识 ,而多元话语分析学者们则主张致力于探讨人们将一起行为建构为 “自

杀 ”现象的那些话语策略及其背后的话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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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走 向 “多 元话 语 分析 ”》 一文

中 ,
[ 1] (PP1 -53)

笔者曾经概括和引申出了一种被

称为 “多元话语分析 ”的社会研究模式。本文

拟以自杀现象的研究 ,将多元话语分析与现代

主义社会学传统中的实证分析 、诠释分析模式

进行比较 ,来进一步具体展示多元话语分析的

特点及其与后两种社会分析模式之间的差异。

一 、自杀现象的实证分析

这里的 “实证分析 ”主要指的实证主义者

所倡导的那样一些分析方法 。实证主义者们的

理论立场虽然也是多种多样(从社会本体论的

维度来看 ,有 “社会唯实论”的实证主义 、“社会

唯名论”的实证主义;从社会认识论的角度来

看 ,也有经验论或归纳论的实证主义、唯理论或

演绎论的实证主义 、“分析实在论”的实证主义

等),但其共同点就是主张社会现象与自然现

象一样 ,本质上都是一种完全由客观规律所支

配的现象 ,因而完全可以采用与自然科学相同

的实证研究方法来加以研究 。而所谓的 “实

证”研究方法 ,其主要特征就是强调一项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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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必须是建立客观事实的基础之上 ,必须经

得起客观事实的检验 。而所谓 “客观事实 ”,就

是一种外在于社会成员个人主观意识的纯粹给

定的 “事实 ”,它应该具有以下这样一些特征:

一是可以被人们以直接 (借助于各种感官)或

间接(借助于各种作为人体感官之延伸的工具

如显微镜 、望远镜等)的方式从外部特征上感

性地加以观察(可观察性);二是这种观察的结

果具有不依观察者个人主观意识状况为转移的

特性 ,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每个观察者就同一

“事实”所进行的每一次观察所得到的观察结

果都应该是相同的(可重复性);三是这些观察

结果还要能够以相同的 、所有人都能够以惟一

的方式加以理解和确认的形式来进行表述(可

操作性)。

在实证分析那里 ,自杀研究就是要对 “自

杀”这样一种客观事实及其背后支配其存在和

变化的规则进行科学地描述和分析。对于一个

实证主义者来说 ,无论其在事实观察和理论建构

之间的时间顺序等程序问题上与他人有何分歧 ,

以下这些研究程序及其原则是他必须遵守的:

1.他必须根据可观察性 、可重复性和可操

作性原则来对 “自杀”行为作出一个 “科学 ”(而

非常识性)的界定 ,并据此来对可能符合该定

义的那些社会现象进行观察(调查),将其中真

正符合该定义的那些事件归属到 “自杀”这一

范畴之下;同样 ,他也必须根据这些原则来对与

“自杀”行为可能相关的那样一些 “事实 ”(“自

杀 ”者的年龄 、性别 、受教育水平 、宗教信仰 、种

族 、社会地位 、职业 、健康状况 、婚姻状况 、子女

数等)进行科学的(而非常识性的)界定 ,并据

此对按照上述定义被归入到 “自杀 ”这一范畴

之下的那些事件的当事者进行观察(调查),将

相关的一些事实按照定义一一记录在案。

2.将按照定义搜集到的那些自杀行为确

立为需要加以解释的因素 ,将同样按照定义收

集到的那些与 “自杀 ”行为可能相关的 “事实 ”

资料确立为可能可以用来对自杀行为加以解释

的因素 ,然后同样根据可观察性 、可重复性和可

操作性等原则 ,运用一定的方法来对两种因素

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并以此为依据推断出两

类因素之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

在进行上述第二项工作时 ,采用的分析方

法既可以是统计分析方法 ,也可以是个案分析

方法 。一般来讲 ,实证主义社会学中的 “社会

唯实论”者们更倾向于采用统计分析方法 ,而

实证主义社会学中的社会唯名论者则可能更倾

向于采用个案分析方法 。

涂尔干关于自杀现象的社会学分析可以看

作是实证主义社会学中持 “社会唯实论 ”立场

的学者们以统计分析方法来对自杀现象进行研

究的一个范例 。

众所周知 ,涂尔干不仅是一个实证主义社

会学家 , 而且还是一个典型的 “社会唯实论 ”

者。作为一个实证主义者 ,他始终坚持社会现

象和自然现象本质上的一致性 、社会科学和自

然科学本质上的一致性以及科学命题必须是建

立客观事实的基础之上这样一些基本原则;而

作为一个 “社会唯实论 ”者 , 他更进一步认为

“社会现象”是一种外在于 、独立于个人之外并

对个人具有强制力的集体性的 “客观存在 ”。

因此 ,涂尔干提出了他那著名的社会学研究方

法的基本准则 ,即不仅 “要将社会现象当作客

观事物来看待”
[ 2] (P13)

,而且要 “通过社会去解

释社会现象 ”
[ 2] (P85)

。涂尔干对自杀现象的研

究正是试图努力遵循他自己确立的这样一种方

法论原则 。

在《自杀论 》一书中 ,涂尔干首先试图按照

可观察性 、可重复性和可操作性一类的原则来

把 “自杀 ”当作一种客观的事实来加以界定。

他明确地提出我们要加以界定的 “自杀 ”范畴

“必须具有客观性 ,即与事物某些确定的方面

相吻合”;“我们必须在各种各样的死亡中 ,探

究到底是否存在具有非常客观的共性的死亡 ,

以致任何悉心的观察者都能辨别出来 ”
[ 3] (P2)

。

他旗帜鲜明地反对根据自杀者的行为动机(如

具有自我毁灭的主观意图)等主观因素来对自

杀进行定义 ,因为一来行动者的主观动机很难

准确地加以观察和把握 ,二来在自杀行为及其

后果完全相同的情况下自杀者的行为动机却可

以多种多样 ,如果一定要以 “具有自我毁灭的

主观意图 ”之类的因素来界定自杀 ,那么就会

把很大一批实际效果与自杀相同的那些现象排

除在自杀范畴之外 。据此 ,涂尔干先是将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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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为 “如下的任何死亡 ,即由死亡者本身完

成的主动或被动的行为所导致的直接或间接结

果 ”
[ 3] (PP2 -3)

;在经过一番讨论之后 ,又进一步

将其界定为 “任何一桩直接或间接导源于受害

者自身主动的或被动的行为 ,且受害者知道这

一行为的后果的死亡事件 ”
[ 3] (P4)①。

从表面上看 ,自杀完全是一种个体行为 ,它

的发生完全取决于一些个体性因素 ,因而人们

往往认为它只属于心理学的研究领域 ,试图用

性格 、脾气 、经历和个人生活史来解释自杀行

为 。然而 ,涂尔干认为 ,如果我们不是孤立地来

考察单个的自杀者 , “而是将一定时期发生在

一定社会中的自杀现象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 ,

我们会发现这个整体并不是一些孤立事件的简

单集合 ,相反它本身就是一个自成一体的新事

物 ,有着自己的整体性 ,自己的个性 ,甚至于自

己的本质特征 。而就其本质来说 ,它具有社会

性质”
[ 3] (P8)

。为了更好地揭示自杀现象的这种

社会性质 ,涂尔干又提出了 “自杀率 ”(自杀死

亡的人数占其所属的统计群体人口的比例)这

一概念 。利用自杀率这个概念来去观察和分析

19世纪中期欧洲主要国家有关自杀的统计数

据 ,涂尔干发现自杀确实具有明显的社会性特

征 。譬如 ,每个国家的自杀率在短期内变化幅

度虽然很小 ,但从较长的时间段来看 ,不同国家

的自杀率之间以及同一个国家里不同群体的自

杀率之间却有较大的差异 。并且 ,不论是哪个

社会或群体 ,始终都会有一部分人死于自杀行

为 。这表明自杀的确是一种社会性的事实 ,它

既会随着各个社会或群体某些共有特征的变化

而变化 ,也会由于各个社会或群体属性之间的

不同而不同;而且 ,不论是哪个社会或群体 ,始

终都会有一部分人死于自杀行为。自杀现象的

这种社会性质使得它可以而且应该成为社会学

的特殊的研究课题。

那么 ,影响一个社会自杀率的主要因素到

底什么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涂尔干将人们

通常可能提出来作为解释自杀现象的那些因素

区分为非社会因素(包括人的生理 -心理特性

如精神失常 、种族特质和遗传 、模仿心理等 ,以

及外部环境如气候 、气温等)与社会因素(主要

是社会整合的程度)两大类 ,并且也尽量按照

可观察性 、可重复性和可操作性一类的原则来

把这些因素当作客观事实来加以界定 ,然后再

对这些因素与自杀现象之间的关系一一加以考

察 ,结果表明所有非社会因素的变化与自杀率

的变化之间都不存在着紧密的共变关系 ,只有

社会因素的变化才与自杀率的变化高度一致 ,

从而证明了影响自杀现象的主要因素不是各种

非社会因素而是其他某种社会现象这样一种

看法 。

涂尔干用来对自杀率和可能影响自杀率的

那些因素之间相互关系进行推断性分析的主要

方法是所谓共变法 。当他提出各种非社会因素

都不是影响自杀率的真正原因这一论断时 ,其

主要依据就是这些因素与自杀率之间不存在着

统计上的共变关系(如精神病比率高的群体或

地区自杀率反而低 、同一种族的人其自杀率在

不同国家或不同宗教中有着很大的差别 、自杀

率并未与模仿理论预期的行为变化而同步变

化 、自杀率的变化并不与气候及气温的分布严

格保持一致等);同样 ,当他提出影响自杀率变

化的因素主要是社会整合程度一类的 “社会因

素”时 ,其主要依据也是这两者之间所存在的

统计意义上的密切共变关系:(1)经过仔细分

析可以发现有一类自杀其比率与群体成员之间

的整合程度成反比关系:一个群体内部成员之

间的整合程度越高 ,其成员的自杀率就越低 ,反

之则越高 。例如 ,对其信徒的控制或整合程度

越高的宗教(如犹太教和天主教),其信徒的自

杀率相对就会越低;反之 (如新教徒)就会越

高;同样 ,成员越多 、内部整合程度越高的家庭 ,

自杀率相对也就越低 ,反之就越高;已婚者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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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尔干自己在一定程度上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在书中为这一定义辩解说它不会导致研究上的困难 ,因为 “很容易辨认 ”这种
主观意识状况 , “人们并非不可能发现个人事先是否知道他的行为的必然后果。”这一辩解有点勉强。



杀率则也要低于未婚者的自杀率;在政治危机

时期社会的自杀率往往会降低 ,这也是因为政

治危机在许多情况下激发了全民族的集体情

感 ,使全民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行动起来 ,至

少在一个时期内形成了较紧密的民族团结 。而

群体内部整合度的下降很大程度上是个人主义

兴盛的结果 。正是个人主义的兴盛削弱了个人

依附的集体力量 ,使个人把自己的目标和利益

凌驾于群体的目标和利益之上 ,从而降低了团

体的整合程度 ,提高了自杀的概率 。所以他把

这类自杀叫做利己型自杀。 (2)经过仔细分析

也可以发现有一类自杀其比率与群体成员之间

的整合程度成正比关系:以利他型自杀类型而

言 ,经过分析则可以发现与利己型自杀相反的

倾向:一个群体内部成员之间的整合程度越高 ,

此类自杀率就越高 ,反之则越低。涂尔干认为

这类自杀主要是因为社会把个人过于严格地置

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而造成的。在利己型自杀

中 ,社会禁止选择死亡 ,而在这一类自杀中 ,社

会却使人们不得不选择死亡。在这一类自杀盛

行的地方 ,自我完全不属于自己 ,个体的生命本

身毫无价值 ,它只是集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

已 。涂尔干将此类自杀叫做利他型自杀 。

(3)经过仔细分析还可以发现有一类自杀其比

率与群体内部规范约束的有效程度成正比关

系:在规范约束有效程度高的时期或地方 ,此类

自杀率相对较低 ,反之则较高。涂尔干把这类

自杀叫做失范型自杀 。这类自杀无论在贫困还

是富裕阶层中 、也无论是在经济危机时期还是

经济骤然繁荣时期都会发生 ,因此它与人们的

贫困程度无关而主要是与社会秩序的重大变更

有关。在社会正常运行时期 ,各种社会规范能

够对人们发挥有效的约束力 ,人们安心于自己

的所得 。但当社会被严重的危机或幸运的骤变

打乱时 ,其约束作用便暂时地消失了 ,因而便可

能扰乱人们的精神平衡 ,导致自杀率上升 。正

是通过这样一些主要以统计上的共变关系为依

据的推断和分析 ,涂尔干试图表明 ,无论是何种

类型的自杀 ,本质上都是由于某种社会原因

(社会整合不足 、社会整合过度 、社会失序等)

而造成的。

涂尔干不仅是实证主义阵营当中的 “社会

唯实论”者 ,而且还是 “社会唯实论 ”阵营当中

的 “功能主义”者。作为一个功能主义者 ,他始

终把社会整合当作自己关心的一个核心主题。

他在对自杀现象进行分析时力图把社会整合程

度当作解释自杀率变化的主要因素 ,在很大程

度上即反映了他作为一个 “功能主义 ”者所持

的这样一种理论立场。但除了功能主义学派之

外 ,在实证主义的 “社会唯实论 ”阵营当中还包

括有达伦多夫一类的社会冲突论者。这些人在

对自杀现象进行分析时 ,自然将把重点放在自

杀率与社会不平等等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上 ,

以社会不平等等因素来作为解释自杀率的主要

自变量。但作为实证主义及社会唯实者 ,他们

在把自杀现象当作是一种由社会结构性因素所

决定的客观事实这一点上与涂尔干等功能主义

者之间不会有什么重大差别。因此 ,上述以统

计推断的方法来从总体上对自杀现象进行描述

和分析也当是他们的一种主要研究方法。

然而 ,对于霍曼斯一类持社会唯名论立场

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家来说 ,情况就有所不同了。

对于这些学者来说 , “社会 ”(家庭 、公司 、国家 、

群体等)确实像韦伯所说的那样只不过是一个

“名称”而已 ,是许多个体行动的不同组合。因

此 ,要理解由个体行动建构出来的某种社会现

象 ,就必须从宏观的社会结构和过程返回到个

人 ,通过对个体行动过程的描述和解释来达到

对作为个体行动之产物的某种社会现象的描述

和解释。从这样一种主张出发 ,在对自杀现象

进行研究时 ,主要的分析方法就应该是个案分

析而非统计分析。但与韦伯等诠释社会学家们

不同的是 ,对于霍曼斯一类的学者来说 ,作为实

证主义者 ,他们反对从行动者的主观意向方面

去描述和理解行动者的行动过程(因为他们认

为个体的主观意向是无法客观地加以把握

的),而是主张要用行为主义心理学常用的实

验等方法 ,通过对个体行动过程中各种因素之

间之外部特征的考察 ,来总结出支配着个体行

为的一些最基本的原理 ,然后以此为前提应用

演绎逻辑来对包括特定个体的自杀行为在内的

各种具体社会事件客观地加以说明。限于篇

幅 ,这里不再举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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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杀现象的诠释学分析

本文所说的诠释学分析包含了由韦伯创立

的早期诠释社会学 、舒茨提出的现象学社会学 、

加芬克尔提出的 “常人方法学 ”、布鲁默提出的

“符号互动主义” 、戈夫曼的 “拟剧理论 ”等社会

学流派所使用的那样一些社会分析方法。这些

流派所使用的社会分析方法之间尽管有一些细

微的差异 ,但共同特点是强调社会现象与自然

现象之间以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存在着

本质差异 ,认为社会现象不像自然现象那样是

一种完全独立于 、外在于个人主观意识之外的

东西 ,而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那些个人通过有

意识的行动建构起来的 ,因此 ,要理解社会现象

就不能像实证主义者所说的那样从对现象外部

特征的观察入手 、以现象之间可从外部加以观

察的那些联系为依据 ,而必须采用一种与实证

科学完全不同的研究方法 ,将它们还原为建构

了它们的那些意向性的个体行动 ,通过对这些

行动之主观意向及其过程的诠释或理解来达到

对作为行动之产物的各种社会现象的理解 。

在本文中 ,我们主要以现象学社会学家 J.

D.道格拉斯(J.D.Douglas)、J.M.阿特金森(J.

M.Atkinson)、J.雅可布(J.Jacobs)等人关于自

杀现象的研究来作为对自杀现象进行诠释学分

析的范例。

道格拉斯和阿特金森等人认为 ,一次死亡

事件是否属于自杀并不取决于它本身具有的什

么 “客观属性 ”以及根据这些 “客观属性 ”而确

定的判断标准 ,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人

们对 “自杀”范畴的主观认定 。阿特金森由此

彻底否定有一个客观的自杀率的看法 , 认为

“以这种假设(有一个像客观现实那样存在着

并等待人们去发现的 真̀正的 '自杀率)作为前

提进行研究的社会学家 ,结果只会发现与他们

企图弄清楚的社会现实毫无关系的自杀的 事̀

实 ' 。通过建立一整套对自杀进行分类和测定

的标准 ———用科学的语言讲就是通过将自杀概

念的操作化 ———他们仅仅是把他们的现实强加

于社会世界 。这就比如会使那个社会世界遭到

歪曲。”其实 ,社会学家真正应当提出来加以研

究的问题是:“某些死亡是怎样被人们划入自

杀范畴的 ?”而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就 “需要对

那些试图解释被看作是非自然死亡的原因的人

所使用的意义进行调查 。这样的方法最不会歪

曲社会世界 ,因为它试图探究和理解社会世界

的成员们用来构造他们的社会现实的程

序”
[ 4] (PP39-40)

。

从这样一种观点出发 ,道格拉斯和阿特金

森等人对涂尔干一类社会学家主要以官方统计

资料为依据来对自杀现象进行描述和分析的做

法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们指出 ,表面上看 ,涂

尔干等人这样做 ,似乎主要是便于获取数据 ,但

其实更主要是这一派社会学家所持实证主义观

点的逻辑产物 。因为按照实证主义的观点 ,

“自杀”是一种完全独立于社会成员个体意识

之外的客观事实。具体到 “自杀 ”这一社会现

象 ,称它为一种 “客观现象 ”,即意味着:(1)不

同的人对于一次死亡事件是否属于 “自杀 ”尽

管开始可能会有一定的分歧 ,但只要按照科学

的准则进行讨论 ,最终将会有完全相同的判定

标准;(2)不同的人来对同一 “自杀 ”事件进行

观察和界定时 ,只要采用的方法得当 ,最终都将

会得到同样的结果 。因此 ,无论是官方人士

(验尸官)、医生 、研究自杀现象的社会学家 ,还

是其他普通社会成员 ,在 “证据 ”充分的条件

下 ,对一次死亡事件是否可以归入 “自杀 ”这一

范畴之下应该不会有重要分歧。而出于便于获

取数据方面的考虑 ,采用官方现成的自杀统计

数据来对自杀现象进行描述和分析就显然是一

种合理的行为 。道格拉斯和阿特金森等人则从

上述诠释社会学立场出发认为 ,官方的统计资

料其实仅仅是官方工作人员这类社会行动者对

于某些死亡事件的意义所做理解和解释的结

果 ,它并非是什么 “客观事实 ”的再现。

在一篇讨论自杀统计的论文中 ,阿特金森指

出 ,一个社会学家在决定是否使用官方统计资料

来研究自杀现象时 ,有两个决定他必须首先做

出:第一 ,他必须决定接受还是拒绝官方的各种

相关范畴作为其理论工作的有效指标;第二 ,是

要确定与这些官方范畴相应的统计资料的有效

性与精确性。阿特金森说 ,那些决定采用官方范

畴来进行自杀研究的社会学家事实上是默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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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两个基本的逻辑前提:(1)官方的 “自杀”的

范畴是一种与社会学家们的“自杀”范畴完全一

致的方式来加以界定的 ,因而是一个可接受的指

标;(2)官方对这种官方定义的使用是持续不

变 、始终一致的 ,以至于所有合乎定义的死亡事

件都能被包括在统计范围之内。
[ 5] (P88)

阿特金森

认为 ,这两个逻辑前提其实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因为一次死亡事件是否属于 “自杀 ”,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参与观察、记录 、界定这一死亡事件

的那些人们(如验尸官 、医生 、记者 、死者的家属

和朋友等)对这一事件的理解或诠释。因此 ,我

们在利用这些官方资料来描述和分析自杀现象

时 ,不能简单地把它们看作是客观现实的再现 ,

而必须意识到它们是官方人士对某些死亡事件

进行理解和诠释的产物 ,必须深入到这些官方人

士的主观意识过程当中去 ,了解他们是如何理解

和诠释这些死亡事件的含义 ,如何将它们建构成

一种被称为 “自杀 ”的现象的。

在持实证主义观点的研究人员内部 ,人们也

已经意识到以往以官方统计资料为依据来进行

自杀研究时所存在的一些问题 。例如 ,可能具有

严重的不准确性 、实际的自杀率往往被有意低估

等。但是 ,尽管如此 ,许多持实证主义立场的研

究者仍然认为:“经过系统的调查和研究技术的

改进 ,还是可望得到`真实的自杀率 ' ,或至少可

以得到十分接近的近似值。他们认为 ,一旦发现

了 真̀正的事实 ' ,也就能够解释形成这些事实

的原因了。”
[ 4] (PP40-41)

但阿特金森等诠释社会学

家们则认为 ,实证主义者的错误不在于他们对自

杀等社会现象的描述可能不精确 ,而在于他们根

本不懂得这个世界只能根据其不同成员的意义

诠释过程去理解 ,只将其中部分成员的意义诠释

当成了客观世界本身 ,因而 “粗暴地对待了他们

企图了解的社会现实”。

出于这种考虑 ,阿特金森将自己有关自杀

的研究 “集中在验尸官将某些死亡划入自杀范

畴时所使用的方法上 。他曾与验尸官进行了讨

论 ,在三个不同的城镇在场旁观验尸 ,观察了一

个验尸官进行工作 ,查看了一个特定验尸官的

部分记录。阿特金森认为 ,验尸官对于自杀率

都有一种`常识性理论 ' 。假如有关死者的情

况符合这个理论 ,他们就很可能把他(或她)的

死亡划入自杀范畴 。依据这个理论 ,为了能够

就自杀的问题作出裁决 ,验尸官所考虑的是下

述一些有关证据:第一 ,死者生前是否写下了企

图自杀的遗书或曾有过这样的凶兆 ? 第二 ,某

些特殊的死亡方式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是自杀

的表示。在马路上的死亡很少被解释为是自杀

的一个迹象 ,淹死 、吊死或因煤气中毒及用药过

量而死亡则很可能被看作是自杀的迹象。第

三 ,死亡的地点和环境被认为是有关的因素。

例如 ,同发生在有组织地进行狩猎的农村相比 ,

发生在偏僻荒凉地区的枪杀更可能被解释为是

自杀 。在煤气中毒而死的情况下 ,假如窗户 、门

和通风装置都被关闭以防煤气溢出 ,就更有可

能作出自杀的定论 。第四 ,验尸官还考虑死者

的个人经历 ,尤其是关于他(或她)的心理状态

和社会处境。例如 ,精神病史 、动荡的童年生活

和意志急剧消沉的迹象 ,这些常常被认为是自

杀的证据 。一次新近的离婚事件 、近亲的死亡 、

没有朋友 、工作中的挫折或经济上的严重拮据 ,

都可能被认为是自杀的理由。因此 ,阿特金森

认为 , “那些从被官方归入自杀一类的死者的

社会处境或心理状况来寻求自杀原因的社会科

学家们 ,可能只是在表达验尸官的常识性理论

而已 ”
[ 4] (PP41-43)

。

在《自杀之社会意义的社会学分析 》一文

中 ,道格拉斯也对涂尔干一类从实证主义立场

出发来展开的自杀社会学研究进行了严厉的批

评。道格拉斯认为 ,涂尔干等人在自杀研究过

程中对于官方统计资料的这种信任和依赖 ,在

很大程度上是以这样一个非常绝对的基本假设

为前提的 ,这就是认为在西方文化中自杀范畴

的含义在任何时候 、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 ,决不

会有任何变化(否则的话 “自杀率”的变化或许

就可以由那些意义的变化而不是由所谓 “社会

整合 ”一类的因素来加以解释了)。
[ 6] (P131)

道格

拉斯也认为这种假定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实际

上 ,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人们对自杀含义

的主观界定往往是会发生变化的 。这意味着在

不同时期 、不同地点条件下被归入到 “自杀”范

畴之下的那些死亡事件其实并非完全是同质

的 ,在内涵和外延上可能存在着重要差别。

除了在使用官方统计资料时所隐含的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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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之外 ,道格拉斯还指出 ,使用统计方法来分

析所得到的关于自杀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

系充其量只是一种相关关系 ,而非因果关系。当

他们想要进一步弄清楚这些相关关系当中到底

哪一些属于因果性关系时 ,他们唯一能够做的事

情就只能够是根据常识来推断 。例如 ,当涂尔干

在解释为什么新教徒的自杀率常常高于天主教

徒和犹太教徒时 ,他同样运用共变法比较了各种

教徒人口在当地居民中的比例大小给其造成的

社会压力、各教派教义对待自杀的态度以及各教

派团体对其内部成员个人的约束(或整合)程度

等因素对自杀行为可能造成的作用 ,结果发现前

两个因素与自杀率之间都不存在严格的共变关

系(新教徒比率小的地方其自杀率依然很高、新

教和天主教教义对自杀都相同的排斥态度),只

有内部约束(整合)程度这个因素与自杀率之间

有较严格的共变关系(自杀率高的教派团体其

内部整合程度也高 ,反之亦然)。这种比较严格

的共变关系自然使人想到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着

因果关系。但单是这种严格的共变关系本身并

不足以证明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要想弄清楚

二者之间是否真的存在着因果关系 ,就应该对自

杀者的主观意向进行大量的个案分析 ,从自杀者

的意向活动中来考察团体约束或整合程度是否

确实是造成自杀率高低的主要因素。但涂尔干

并没有这样做 ,而是借助于一些常识性的推论

(如 “一个宗教团体对个人判断作出的让步越

大 ,它主宰生活的力量就越小 ,它的聚合力和生

命力就越弱”等)最后得出结论说:“新教自杀之

所以较多是由于它不象天主教结合得那样

紧密 。”
[ 3] (P115)

道格拉斯呼吁采用一种可以用来对在真实

世界的自杀事件中可观察到的沟通行动进行分

析的全新的社会学方法。按照这种方法 ,我们

可以利用精神病学家和其他一些人 (自杀者

等)记录下来的有关资料 ,来对自杀事件中有

关行动者的主观意向进行分析 ,并归纳总结出

一些有共性的意义建构模式。道格拉斯用了几

个比较简单的案例来说明这一点。

案例 1:F.B.先生 ,生于 1902年 ,在进

入医院之前有好几年显示出日趋增强的易

激动 、多疑和缺乏自制的倾向 。 1945年他

成为明显的妄想狂和抑郁症患者 ,并同时

有一种超常的性要求 。他害怕自己会自杀

(他的家族已有三位成员死于自杀),并常

常威胁他的妻子和孩子。当他妻子开始启

动离婚程序时 , 他变得极度抑郁和自责 。

一天晚上 ,他企图饮酒自杀 ,并将事情告诉

了妻子 。他被立即送往一家总医院 ,然后

被转往一家观察所 ,最后又被送往精神病

院 。在精神病院里 ,他的妄想狂和抑郁症

症状虽然维持未变 ,但渐渐平静下来趋于

一种呆滞状态 。担心他可能再度尝试自

杀 ,他的妻子不仅未再继续要求离婚 ,且有

规律地去探访他 ,告诉他不会再提与他离

婚的事 。自此以后数年里 ,他一直呆在这

所精神病院中。
[ 6] (PP137-138)

道格拉斯分析说:“在此案中我们可以相

当清楚地看到 ,这位妻子将他丈夫的自杀行为

解释为她启动离婚程序这一行动的直接产物。

即是说 ,对她而言 ,非常清楚的是 ,这一特殊的 、

直接的程序性情境是其丈夫自杀行动的一个原

因。伴随这样一种解释以及她不愿意丈夫再度

自杀的愿望 ,她改变了情境 ,使之回复到从前的

情形 。”
[ 6] (P138)

案例 2:一个 22岁的年轻职员杀死了

自己 ,因为其新婚四个月的妻子不再爱他 ,

而移情别恋于他的兄长 ,并宣称要与他离

婚 ,以便能与后者结婚 。他留下的一堆自

杀手记清楚明白地显示了他要通过自杀来

使其妻子和哥哥声名狼藉 ,以及将注意力

引向自身的愿望 。在这些手记中 ,他追述

了自己那被损毁了的浪漫故事 ,并且劝告

记者去找一位朋友以获得更多的详情 ,因

为他已经将自己的日记给了这位朋友。

一份手记的开头是特别写给其妻子

的:“我一直都爱着你;但是现在我死了也

憎恨你和我的哥哥。”这是用坚定有力的

手写下的句子;随着自杀手记的展开 ,手迹

变得漂浮不定起来 ,然后更由于其陷于无

意识状态而变得几乎不可辨认 。在打开煤

气后不久 ,他写道:“把我的 万̀灵妙药 '推

荐给所有患有疾病的人吧 。时间不会太长

了 。”一小时过后 , 他继续写道:“还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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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希望我能在上午 2点离去 。呵 ,我如此

地爱你 ,佛罗伦丝。我觉得非常疲倦 ,有一

点眩晕。但我的大脑非常清醒。我能看到

我的手正在摇晃……一个正值年轻之时的

人要想死去是多么不容易啊 。现在我希望

遗忘会快点到来”。这份手记在此终结 。

另一份手记则对使用房东的屋子自杀

而为后者可能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另一份

则写着:“对有兴趣阅读此手记的人:所有事

件的起因:我曾经热爱和信任我的妻子并且

也信任我的哥哥。现在我憎恨我的妻子 ,藐

视我的哥哥 ,并且由于一直愚蠢地爱着像我

妻子这样卑鄙无耻的人而宣判我自己死刑。

他们两人今天下午都知道我今晚自杀的企

图。他们对此前景感到非常愉快。他们有无

数的理由来知道我不是在开玩笑。”

23岁的哥哥向警察坦承了他与弟媳

之间的友谊。由于父母离异 ,幼年时兄弟

两人曾经分开 ,但直到两人同时爱上一个

女孩而导致这场悲剧发生之前 ,兄弟两人

还是成了难分难舍的好伙伴 。当弟弟因爱

心未得回报而企图以自杀相要挟时 ,姑娘

出于怜悯而同意了与他结婚 ———但后来她

发现难以实践自己所许的诺言。婚后不

久 ,弟弟便发现了妻子与兄长之间的关系。

他陷入了极度的抑郁 ,并威胁说要自杀。

在他死前的一天 ,当他看到的一些场面使

他确认那两人的确深深地陷入了爱河时 ,

这位职员恨恨地说:“好吧 ,让我以死来还

击你们。”
[ 6] (PP138-139)

道格拉斯对此案例进行了如下分析:“这

个案例清楚地表明了在自杀者和他人心中通常

赋予自杀行为之上的 复̀仇 '含义的一般结构:

首先 ,在此案中 ,最为明显的是指出人们认为应

该受到谴责的那个人(人们企图让他人及被谴

责者认为此人应为自杀者的行为负责)这一点

的重要性。”“在此例中 ,对自杀者准备加以谴

责 、并且他认为应该受他人(包括他们自己)谴

责之对象的揭示是非常清楚的:他留下了大量

笔记 ,提供了许多陈述 ,以便使他所谴责的那些

人变得非常明确 。但光是指出这些他试图视为

罪犯的人还是不够的;要想使他们被其他人

(或被他们自己)界定为是原凶 ,他必须表明存

在着某些典型的情境 ,这类典型的情境会被人

们典型地相信为是引发某种典型动机的原因 ,

后者又被典型地相信为是引发某些典型行动

(比如自杀行动)的原因。在此例中 ,自杀者试

图通过显示他已经被其妻子和兄弟的不道德行

为所背叛来达到这一点 。”但同样毋庸置疑的

是 ,对于他人(例如警察)而言 ,在诠释或理解

这一自杀事件时 ,光听自杀者个人的简单陈述

是不够的 ,他们还必须寻找更多的 “证据 ”,需

要观察其他当事人对自杀者的指控所做出的反

应。 “在此例中 ,被谴责者表现出很诚实的样

子(与警察自由的交谈),并显示她从未真正爱

过他(自杀者),这些尝试给人一个行为良好 、

全然只是出于爱的力量而被迫背叛兄弟(也即

意味着这并非是种真正意义上的背叛 ,尽管从

自杀者的立场来看确是一种背叛)。”不过 , “这

样一种策略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对自杀行为

的选择也意味着一个人对其所说之言的高度承

诺(他是严肃的 、诚实的 ,正如这一终极性的承

诺行为所显示的那样),以及他值得`同情 ' ,因

为他的自杀行为是由外部情境的压力所迫。在

这样一种情境下 ,那些遭受谴责的人很难以一

种对他们自己来说更可接受的方式来界定事件

(尤其是如果他们 知̀道 '自杀者所说的是 `真

的 '的话)。他们几乎无法争论说他们是更为

正确或更值得同情。他们似乎只有两条路可

走:重新界定所发生之事(事情并非是像自杀

者所说的那样), 这就是此例中自杀者的妻子

与兄长所选择的道路;或者 ,重新界定自杀者

(他是一个`疯子 ' ,或者他试图伤害我们等),

以使自杀者看起来不那么值得同情。这有助于

解释为何有那么多的自杀者被人当成疯子来看

待 ,以及为何那些企图以自杀行为来谴责他人

的人常用一些不那么直接的谴责手段。”道格

拉斯总结说:“这一分析也使我们看到 , 就像

自̀杀 '本身一样 ,社会(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

也是(真实的或想象的)参与者之间发生的 自̀

杀争议过程 '的一个结果 。”
[ 6] (PP139-140)

道格拉斯认为 , 上述几个案例中的采取

“自杀”行动的行动者赋予自身 “自杀 ”行动之

上的意义都有一个共同之处 ,这就是把 “自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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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当作是向自己怨恨的某些人进行复仇的一

种手段 。 “复仇 ”是促使自杀者走向自杀的直

接原因 。因此 ,可以将它们抽象概括为有关自

杀意义的一种模式 ,即自杀的 “复仇(revenge)”

模式。按照同样的方法 ,我们还可以从具体的

案例中抽象概括出有关自杀意义的其他一些模

式 ,如 “求助(thesearchfoehelp)”模式 、“同情

(sympathy)”模式 、“解脱 (escape)”模式 、 “忏

悔(repentance)”模式 、“赎罪(expiation)”模式 、

“自我惩罚(self-punishment)”模式和 “危机(se-

riousness)”模式等等 。参照这样一些意义模

式 ,我们就可以根据自杀者自己赋予其自杀行

为之上的主观意义来对自杀现象的形成原因做

出比实证主义者的解释更为合理的一些解释。

道格拉斯的上述思路在雅可布等人那里得到

了进一步的发挥。在 “自杀笔记的现象学研究”一

文中 ,雅可布对一些自杀者自杀前留下的笔记材

料进行了现象学的分析。他发现许多自杀者在对

自己的自杀行为赋予意义时 ,都拥有一个大致相

同的非常接近于道格拉斯所概括的“解脱”模式:

这些自杀者在笔记中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认定自

己正处于一种无法克服的困境 ,惟有一死才能够

使自己从困境中解脱出来。
[ 7] (PP332-348)

总而言之 ,在道格拉斯 、阿特金森 、雅可布

一类的现象学社会学家们看来 , “社会世界是

一个意义的世界 。在那意义的背后没有客观现

实。”对于那些不把犯罪和自杀看作是意义构

成物的社会学家来说 ,他们是在把自己的现实

强加于社会世界 ,从而歪曲了他们试图理解的

真正的现实。”
[ 4] (P44)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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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ositivesociologistsconsider“suicide” adefined“objectivereality” independentofsocialmembersindi-

vidualsubjectiveconsciousness, hermeneuticsociologistsconsiderita“subjectivereality” madebyindividualsubjective

consciousnesswhilepluralisticdiscourseanalystsconsiderita“discoursereality” establishedbysocialmemberswhencon-

strainedandguidedbyspecificdiscoursesystemandresortingtosomespecificstrategies.Correspondingly, positivesociolo-

gistsarealwaysdedicatedtoexploringthe“objectivelaw” controllingthecomingandchangeof“suicide”, hermeneuticso-

ciologiststoinvestigatingthosesubjectiveconsciousnesswhilepluralisticdiscourseanalyststostudyingthosediscoursestrat-

egiesand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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